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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其市场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构成了重大的“One Health（同

一健康）”风险。这些风险源于野生动物、家养动物、人类、病原体、生态系统、市场以及治

理体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受到生物学、生态学、商业、社会和监管等多种因素在地方、

国家及国际不同层面的共同影响。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并不仅限于非法活动，也并非局限于某一

地区或某一种市场形式。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贸易，只要活体野生动物被从自然环境中移除、

捕获、处理、运输、圈养、与同种或异种动物混合、出售、屠宰或长期饲养，都可能产生并加

剧人畜共患病风险。这些活动不仅可能损害动物健康和福利，破坏生态系统及宿主—病原体关

系，而且会形成有利于病原体暴露、扩增、传播、重组以及跨物种传播（spillover）的环

境。 

这些风险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整个贸易链中相互叠加和强化。圈养、拥挤饲养、不同物

种混养、卫生条件不良、运输、不充分的健康监测、屠宰与处理过程、国际运输、线上及非正

规贸易，以及野生动物、人类和家养动物之间持续而密切的接触，共同提高了贸易商、市场工

作人员、运输人员、兽医、执法人员、消费者、农业从业者、宠物饲养者以及更广泛公众所面

临的人畜共患病风险。 

 

本白皮书重点关注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的活体贸易，因为这些类群不仅在贸易中占据重

要比例，而且与人畜共患病风险具有特别密切的关联。文中明确区分了活体野生动物市场、更

广泛的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以及包括外来宠物贸易在内的不同类型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对于

生计、粮食安全、文化实践、气候变化及基于权利的考量等更广泛议题，本文承认其重要性，

但仅在其直接影响人畜共患病风险、源头预防以及“One Health”应对措施的范围内进行讨

论。 

 

人畜共患病疫情和全球性大流行的影响远远超出公共卫生本身。COVID-19造成了数百万超额

死亡、长期健康负担、严重经济冲击，并对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财政角度

来看，主要依赖疫情发生后的应对措施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极其高昂。相比之下，源头预

防更有可能成为一种更加有效且更具成本效益的策略，因为它直接针对促使病原体出现、扩

增、传播以及跨越物种屏障的生态、商业、行为、兽医、社会经济和监管条件，而不是仅仅处

理其已经产生的后果。 

 

动物健康及其相关福利是降低人畜共患病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福利受损不仅涉及伦理问

题，也反映出能够影响免疫功能、病原体易感性、病原体排放、发病率、死亡率及传播动态的

生物学应激状态。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同样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直接捕获、兼捕

（bycatch）、栖息地干扰、外来入侵物种引入、病原体传播以及生态相互作用的破坏，它既

可能直接导致，也可能间接加剧不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变化进一步改变宿主群

落、捕食者—猎物关系、病原体动态及生态系统韧性。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健康、生

态系统完整性以及人畜共患病风险预防，应被视为“One Health”框架下彼此密不可分的组成

部分。 

 



AI 翻译文档      

4 

国际外来宠物贸易充分体现了上述诸多问题。这一全球性的数十亿美元产业涉及数千种物种和

数百万只动物，涵盖广泛的分类群。虽然其中部分贸易受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报告制度及其他监管措施约束，但对于未列入 CITES 名录的物种、国内贸易、

网络交易、非正规或非法贸易，以及所谓人工繁育来源不明确的动物，其监测仍然存在明显不

足且极不均衡。外来宠物贸易涉及诸多风险因素，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漫长且复杂的供

应链、来源不明、健康监测不足、不同物种混养、高密度饲养、国际运输、私人饲养、网络交

易、交易会，以及对新奇性、稀有性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市场需求。因此，其对于人畜共患病传

播、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动物福利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均具有重要影响。 

 

当前的法律、监管和执法体系总体上尚未真正落实“One Health”理念，因此与人畜共患病风

险预防之间仍存在明显脱节。现有制度通常分别侧重于自然保护、动物健康、农业、海关、食

品安全、贸易或动物福利，而非围绕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建立综合性的预防体系。主要缺陷包

括定义和分类不完善、对非 CITES物种覆盖不足、各国实施碎片化、可追溯性薄弱、健康筛查

和检疫不足、网络及非正规贸易监管不力、处罚力度不足、腐败风险、部门间合作薄弱，以及

大量领域仍主要依赖非强制性的自愿性指导。 

 

降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相关健康风险，需要建立以预防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包括针对高风险贸

易路径实施基于风险的限制或禁令、加强监测体系、完善检疫和健康筛查、建立明确的可追溯

制度、落实卫生、动物福利和生物安全标准、强化市场监管、确保有效执法、建立健全反腐败

机制和举报人保护制度、开展有针对性的公众风险传播和需求削减措施，以及加强跨部门

“One Health”合作。其中，对于具有可选择性、受到商业推动、以奢侈消费、身份象征、投

机行为、新奇需求为导向，或者总体规模已经超过可持续利用、动物福利或人畜共患病风险可

接受范围的野生动物消费、拥有、贸易和利用行为，需求减少尤其重要。 

 

对于真正依赖野生动物维持基本生计和生存需求的人群，应采取谨慎、公平且符合当地实际情

况的应对措施。然而，这些因素不应被用来为那些可避免的大规模商业化、奢侈性、地位象征

性或投机性的野生动物利用活动提供正当性，因为这些活动会进一步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动

物痛苦、生态系统退化以及人畜共患病风险。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

野生动物贸易是否合法，而在于现有法律、监管和执法体系是否真正能够有效遏制促使病原体

出现、扩增、传播及跨物种溢出的各种条件。当某些活体野生动物贸易路径无法通过健全监

管、有效监测和严格执法，将风险降低至符合预防原则和科学证据支持的水平时，采取预防性

的限制措施甚至全面禁止措施，是合理且可能必要的。 

 
本白皮书的范围 

本白皮书重点探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不同环节所涉及的危害、风险及其应对机遇，特别关注其

与人畜共患病以及“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应用之间的关系。鉴于哺乳动物、鸟类和

爬行动物具有相对更高的人畜共患病风险，同时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中占据较高比例，本文

仅聚焦于上述三个生物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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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作用、生计相关问题，以及野生动物贸易和利用所涉及的权利、需

求和文化因素都是这一议题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超出了本白

皮书的研究范围。 

 

国际野生动物贸易健康风险联盟（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Against Health Risks in 

Wildlife Trade）与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及地方社区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一个更加健康、

安全、包容、公正、公平、和平且具有韧性的未来愿景；在这一未来中，各类野生动物将继续

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支撑生命的生态过程。 

 

基于上述研究范围，本白皮书明确区分活体野生动物市场（live wildlife markets）、活体

野生动物贸易链（live wildlife trade chains）以及国际外来宠物贸易等特定形式的活体野

生动物贸易。对于生计、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文化实践以及基于权利的考量等相关议题，本

文承认其在更广泛讨论中的重要地位，但本文的讨论着重于其直接影响人畜共患病风险、源头

预防以及同一健康应对措施的范围内。 

 

引言：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人畜共患病风险与同一健康 

人畜共患病疫情和全球性大流行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公共卫生领域本身。它们不仅冲击全球

经济、加剧贫困，还影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并危及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健康与福利。

COVID-19导致数百万人死亡，造成大量动物死亡及动物福利损害，并带来数万亿美元规模的

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随着新发人畜共患病出现速度不断加快，COVID-19既不是第一次人畜

共患病大流行，也极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IPBES 2020）。 

 

近 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源自野生动物（WOAH 2023）。历史

趋势表明，由人畜共患病毒引发并造成重大影响的跨物种传播事件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

严重（Wolfe et al. 2007；Jones et al. 2008；Meadows et al. 2023）。仅在过去一个世

纪，就至少发生了六次新型冠状病毒重大疫情。生态系统扰动、城市化、气候变化以及野生动

物开发利用都会增加动物病原体向人类传播的风险（Gibb et al. 2020；Keesing & Ostfeld 

2021；Dubey et al. 2023）。大量研究已将野生动物贸易视为病原体出现和跨物种传播的重

要驱动因素（Pavlin et al. 2009；Travis et al. 2011；Kolby 2020；Nijman 2021；

Shivaprakash et al. 2021）。此外，G20 大流行预防、准备与应对高级别独立专家组委托编

制的一份报告也将加强全球野生动物贸易管理列为重要的源头预防措施之一（Shanmugaratnam 

et al. 2021）。 

 

预防大流行和人畜共患病跨物种传播，需要采取超越传统卫生研究和疫情响应模式的综合性方

法。COVID-19疫情后的多项国际评估均强调，在加强疫情准备和应对体系的同时，必须辅以

有力的源头预防措施，通过降低病原体跨物种传播风险，在疫情暴发之前采取干预行动。因

此，本白皮书强调，应当从主要依赖疫情响应的模式，转向更加重视源头预防的治理思路。 

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和市场的背景下，所谓源头预防，是指降低那些形成高风险人—动物接触

界面的生态、商业、行为及监管条件。与在病原体已经跨越物种屏障并开始传播之后，再依赖

疫情发现、控制和应急响应相比，这种方法更有可能实现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公平性以及更好

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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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是应对上述挑战的核心，因为它强调人类、动物、植物及其共

同生存环境之间健康状态的相互关联。本白皮书采用同一健康高级别专家组（One Health 

High Level Expert Panel，OHHLEP）提出的同一健康定义，即：同一健康是一种综合性、统

一性的方法，旨在承认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之间密切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在此关系基础上可

持续性地平衡和优化三者的健康。这一框架对于应对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和活体动物市场尤为关

键，因为这些活动不仅构成了人畜共患病传播的高风险热点，同时也受到心理、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及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活体野生动物市场及其贸易链运行于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世界

之间高度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有效的干预措施必须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与福利、生物多

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视为一个维系生命的全球健康体系中彼此关联的组成部分。同时，还

必须深入理解推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发展的各种深层驱动因素，包括经济激励、文化实践、粮

食安全考量、消费者需求、监管框架以及执法能力等。 

 

完整且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有助于缓冲传染病风险；相反，当生态系统因人类侵占、土地利用

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开发等活动而遭受破坏时，人畜共患病跨物种传播风险则会显著增加

（Gibb et al. 2020；Keesing & Ostfeld 2021）。这些活动不仅降低生物多样性、改变生态

位，还增加了人类、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并扰乱原有宿主—病原体动态关系。 

栖息地破坏和生态退化还可能促使携带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高适应性物种占据优势，改变野生

宿主种群的数量和多样性，并削弱生态系统缓冲病原体传播和跨物种传播风险的能力。同一健

康的理念正是建立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与环境健康内在联系这一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因此对

于理解和缓解人为环境变化导致的人畜共患病出现具有核心意义（Plowright et al. 2017；

Glidden et al. 2021；Ellwanger et al. 2022）。 

 

人口增长、集约化农业、栖息地丧失与退化、土地利用转换、通过家养和野生动物利用及贸易

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气候变化等人类活动，正在持续改变全球生态系统（IPBES 

2019），并推动病原体不断出现和传播（Travis et al. 2011；Everard et al. 2020；Gibb 

et al. 2020；IPBES 2020；Keesing & Ostfeld 2021；Esposito et al. 2023）。因此，真

正威胁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并非野生动物或自然本身，而是我们自身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需要预防的风险极其巨大。仅在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中，科学家估计尚未发现的病毒

数量就高达 70万至 170万种，其中约 54万至 85万种具有感染人类的潜力（Carroll et al. 

2018；Shivaprakash et al. 2021）。仅 SARS-CoV-2一种病毒，目前已经有报告显示在野外

条件下至少存在于 35 种动物物种中（Nerpel et al. 2022；Nerpel et al. 2023）。 

 

从源头预防人畜共患病跨物种传播，不仅能够降低疾病发生的可能性，而且有助于推动一种更

加整体性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关注野生动物贸易带来的直接风险，也同时应对促成这些

风险形成的生态、经济、行为和监管因素。通过这种方式，源头预防还能产生广泛的协同效

益，包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改善动物福利、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增强经济韧性，并提升人

类整体健康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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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与范围界定 

活体动物市场及其供应链因被视为人畜共患病的潜在来源而备受关注。所谓人畜共患病

（zoonotic diseases），是指可在人类、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跨物种传播的微生物所引

起的感染性疾病。活体野生动物市场是指保存活体动物或现场屠宰动物，并以活体、尸体或动

物身体部位形式进行销售、交易或交换的场所。这些市场服务于广泛的人群需求，包括食品消

费、服饰用途、医药用途、其他用途，以及伴侣动物和高端奢侈品市场等。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其市场涉及种类繁多的活体或已被捕杀的野生动物，以及其身体部位和衍

生产品，其来源既可能是野外捕获，也可能是人工繁育。活体动物市场可能完全合法、完全非

法，也可能在供应链不同环节同时包含合法与非法活动。这些市场之所以存在，原因多种多

样。在气候炎热且冷链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活体市场得以延续的部分原因在于活体动物在出

售前不会腐败变质。在某些社会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可能偏好购买活体动物或现场新鲜屠宰的

动物，例如出于对新鲜程度的认知，或对特定宰杀方式所赋予产品品质的偏好。外来宠物贸易

（exotic pet trade）则天然依赖于活体动物交易。其供应链往往特别漫长且复杂，涉及出口

商、进口商、批发商、中间商、零售商、网络卖家、交易会以及私人饲养者（Altherr et al. 

2020；van Roon et al. 2019；Warwick & Steedman 2021）。这类贸易链不断创造来自不同

物种、不同来源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机会，同时也增加病原体暴露、扩增、传播及跨物种传播

的可能性（Huong et al. 2020）。此外，对于新奇、稀有或特殊物种的市场需求，还可能催

生新的贸易路线和流通渠道，并进一步降低有关动物真实来源信息的透明度（Brook & Sodhi 

2006；Marshall et al. 2020；Hughes et al. 2023b）。研究表明，这类漫长而复杂的贸易

链会显著增加动物的生物学应激水平，并对动物福利、健康状况及疾病风险产生重要影响

（Huong et al. 2020）。 

 
人畜共患疾病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 

活体野生动物市场遍布世界各大洲，其规模和形式差异巨大，从地方性小型市场到大型国际供

应链均有存在，在热带地区尤为多样化（Scheffers et al. 2019）。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相

关市场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而是涵盖地方、国家、区域及国际层面的复杂供应链，在世

界不同地区涉及不同分类群、不同商品类型及不同消费市场。这些供应链既可能合法，也可能

非法，或者在不同环节兼具合法与非法因素。现有证据表明，贸易强度、涉及物种多样性及相

关风险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但同一健康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征：活体动物、病原

体、人类以及商业网络通过跨越遥远距离的贸易活动紧密相连。监管漏洞同样并不限于通常被

认为与活体野生动物市场联系密切的国家。例如，一项针对美国动物市场与人畜共患病的研究

发现，美国国内同样存在大量直接面向消费者、并与人畜共患病跨物种传播风险相关的动物市

场和供应链（Linder et al. 2023）。 

 

野生动物贸易为当地和国际市场提供各种活体动物、动物身体部位及其衍生产品。根据 CITES

秘书处（2022）的估算，全球合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每年创造约 2,200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其中

包括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录的物种和未列入该名录的物种。超过 7,600

种陆生脊椎动物——约占已知陆生脊椎动物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涉及贸易活动（Scheffers 

et al. 2019）。绝大多数贸易领域中，无论涉及物种数量还是交易规模，野生动物贸易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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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趋势。合法贸易规模远大于非法贸易，而且与非法贸易一样，同样可能导致野生动物

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Hughes et al. 2023a；Wyatt et al. 2022）。研究还发现，野生动物

贸易量的增加与与被贸易物种相关的记录在案的人畜共患病多样性增加有关（Borsky et al. 

2020）。 

 

CITES数据显示，合法国际贸易规模近年来持续增长：年度交易记录已由 1977 年的不足 5,000

笔增长至 2015年超过 130 万笔的峰值，运输规模总体也呈现相似增长趋势（Hughes 2021）。

《CITES世界野生动物贸易报告》进一步指出，在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出口国报告的直接

贸易共涉及约 350 万批 CITES 货运，包含超过 13亿个生物个体，其中包括约 12.6 亿株植物和

8,200万只动物，以及按重量统计约 2.79亿千克相关产品（CITES Secretariat 2022）。此

外，大量研究表明，合法贸易流向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之间存在相关性，并可能成为非法贸易

的掩护渠道（Bager Olsen et al. 2021；Tittensor et al. 2020；UNODC 2020）。 

 

CITES贸易数据还显示，在合法国际贸易中，存在大量来自与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相关分类群的

活体动物交易。WHO 研发蓝图（WHO R&D Blueprint）列出了具有流行病或大流行潜力、研发

工作具有高度紧迫性的重点疾病和病原体。UNEP-WCMC/JNCC针对与这些重点疾病相关的 CITES

物种开展分析发现，在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合法国际贸易中共报告超过 57.5 万只、来自

49 种与重点疾病具有直接关联的 CITES名录活体物种。进一步扩大分析范围后发现，在至少

与一种 WHO 研发蓝图重点疾病相关的物种科（family）中，2011 年至 2020年的 CITES 活体贸

易总量超过 112万个个体。这一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仅包括已经证实与重点疾病存在直接

关联的物种，而后者则涵盖更广泛、具有潜在人畜共患病风险的分类学群体。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畜共患病风险不仅存在于非法或非正规贸易，也同样存在于合法报告的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之中。同时，这些发现也凸显了现有监测体系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 CITES

物种以及非法、非正规和国内贸易方面仍存在明显监测不足。 

 

针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研究同样表明，与疾病传播相关的贸易路径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

并涵盖宠物贸易、野味（bushmeat）、所谓“湿货市场（wet markets）”以及其他多种贸易

形式。一项针对 1990 年至 2020年已发表文献及学术会议资料的综述共识别出 240种与非法野

生动物贸易相关的病原体，同时指出，由于对非法运输和走私活动的检测与监测极为有限，且

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显著，目前相关数据仍存在明显不足（Rush et al. 2021）。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活体野生动物市场及其背后的供应链，在人畜共患病传播、病原体出现及

疾病预防方面均伴随着多层次且复杂的风险（Nijman 2021）。特别是在包括 SARS-CoV-2全球

大流行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人畜共患病事件之后，科学界、政策制定者及社会公众都越来越关注

涉及活体野生动物的贸易和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包括：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

频繁且近距离的接触；自然环境中原本不会相遇的不同物种被人为混合；拥挤且卫生条件恶劣

的圈养环境；以及在整个供应链过程中反复发生的人与动物的接触，包括高密度、多物种圈养

环境与人类聚居区之间的密切联系。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市场所带来的风险贯穿整个贸易链条，从野外捕获或人工繁育开始，延伸

至运输、圈养、处理、屠宰、加工、展示、销售以及最终消费等各个阶段。这些环境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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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扩增（amplification）的重要场所，使病原体能够在多样化宿主体内复制、演化，并

提高新型人畜共患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Naguib et al. 2021；Magouras et al. 2020；

Huong et al. 2020）。 

 

在上述环境中，野生动物通常被限制于高度拥挤且封闭的空间内，从而形成有利于病毒、细菌

及寄生虫传播的条件（Magouras et al. 2020；Naguib et al. 2021；Warwick & Steedman 

2021）。大量研究表明，高密度圈养、运输过程、不同物种混养、受伤、疾病、疼痛及恐惧等

因素都会显著提高动物的生理应激水平（Linder et al. 2023；Wyatt et al. 2022；Bergin 

& Nijman 2019），而应激反应又会削弱免疫功能，改变病原体易感性、病原体排放水平以及

传播动态（Maas 2000；Moberg 2000；Huong et al. 2020）。卫生条件不佳进一步加剧了上

述风险，使人和动物更容易接触到可能含有高浓度病原体的血液、粪便、尿液及其他排泄物。

同时，多种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共同存在于同一环境，也为病原体接触新的宿主提供了更多机

会。 

 

出于商业经营和物流便利等原因，活体动物市场通常位于靠近人类聚居区、尤其是人口稠密城

市地区。因此，人类和野生动物不断进出这些高风险场所，而且往往跨越较长距离移动。这种

高度频繁的人与动物接触显著提高了疾病爆发期间病原体快速传播的可能性。在市场内或市场

供应过程中进行动物屠宰，还进一步增加了血源性和空气传播病原体传播及跨物种传播的风

险。HIV-1全球大流行便是典型案例之一。目前普遍认为，该病毒最初源于灵长类动物与人类

之间发生的血液接触，可能发生于狩猎过程中，但更可能发生于为市场供应而进行的屠宰处理

过程中，因为该过程中发生割伤及接触动物血液的概率明显更高（Sharp & Hahn 2011；Sharp 

& Hahn 2010）。 

 

活体野生动物市场通常还与覆盖广泛的运输和贸易网络紧密相连，使野生动物及其携带的病原

体能够跨越地区甚至国际边界传播。这不仅可能将病原体传播至新的地区和新的宿主群体，而

且可能促进新病原体的形成以及新的跨物种传播事件发生。活体动物市场中存在非法来源野生

动物的事实也表明，这类市场运行于监管体系之外，使相关动物健康状况难以得到有效监测和

控制（Fuller et al. 2018），从而进一步增加疾病传播和扩散风险。 

 

伴随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市场的还有一系列的生态风险。当不同物种被共同饲养或混合运输

时，病原体获得了适应更多宿主的机会。例如，SARS-CoV-2在水貂种群中的传播，以及高致

病性禽流感 H5N1在圈养鸟类中的演化，并进一步传播至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就是典型实例

（Oreshkova et al. 2020；Oude Munnink et al. 2021；Caserta et al. 2024；Koopmans 

et al. 2024）。 

 

病原体、宿主或混合物种群落被人为迁移至其正常生态环境之外，可能会扰乱宿主免疫和病原

体进化的既定模式，从而可能导致与人畜共患病相关的意外后果。此外，与野生动物贸易相关

的生态感染，包括侵入此前受干扰程度较低的自然栖息地，也会通过多种机制增加跨物种传播

风险。这些土建包括增加人与野生动物接触、导致野生动物迁移和应激反应、改变宿主种群数

量及群落组成、破坏捕食者—猎物关系及其他生态联系，以及扰乱长期形成的宿主—病原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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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平衡（Plowright et al. 2017；Gibb et al. 2020；Plowright et al. 2021；Plowright 

et al. 2024；Glidden et al. 2021；Keesing & Ostfeld 2021）。 

 

上述风险有力地证明，有必要制定旨在主动预防人畜共患病的政策和措施，而不是主要依赖在

病原体已经发生跨物种传播之后的疫情控制措施。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能够直接减少促使病原体出现、扩增、传播以及跨物种传播的生态条件和贸易条

件，从根本上降低未来疫情和大流行发生的可能性。 

 
5. 人类健康与经济影响 

5.1 人类发病率与死亡率 

COVID-19造成的死亡负担远远超出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仅在

2020 年至 2021年期间，全球与 COVID-19疫情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约为 1,480 万至 1,490万

人，约为同期官方报告 COVID-19死亡人数的 2.7倍。所谓超额死亡（excess mortality），

不仅包括感染本身直接导致的死亡，还包括由于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医疗服务中断以及更广

泛社会和经济影响而间接造成的死亡。除死亡之外，COVID的长期影响（Long COVID）还带来

了持续且巨大的疾病负担。估计截至 2023年，全球至少有 6,500万人受到长期 COVID 相关健

康问题的影响。该疾病可累及多个器官系统，并常常导致患者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日常功能持续

受损（Msemburi et al. 2023；Davis et al. 2023）。 

 
5.2 人畜共患病暴发与全球大流行的经济损失 

全球性大流行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COVID-19 引发了自 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2020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约

3.0%至 3.4%（Statista 2023；Gagnon et al. 2023）。仅在美国，截至 2023 年底，COVID-

19 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已达到约 14万亿美元，其中包括 GDP 损失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活

动中断（Walmsley et al. 2023）。这些数字清楚表明，人畜共患病疫情和全球大流行带来的

损失远远超出直接医疗支出，还包括生产率下降、公共服务中断、财政压力增加、社会秩序受

扰以及对人类福祉造成的长期影响。仅从财政角度来看，反复地在病原体已经发生跨物种传播

之后为疫情应对、紧急救助、经济恢复以及长期健康影响买单，而非在发生之前进行预防，是

对公共资源极其低效的利用。 

 
5.3 源头预防的效益 

对于降低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人畜共患病暴发和全球大流行风险而言，一级预防

（primary prevention）应当成为最核心的政策目标。疫情响应措施固然不可或缺，但其作用

发生于病原体已经完成跨物种传播之后，此时病原体可能已经在人类、动物或二者之间开始传

播。相比之下，源头预防旨在从根本上减少促使病原体出现、扩增、传播以及跨越物种屏障的

生态、商业、行为、兽医、社会经济及监管条件。 

 

大量研究表明，一级预防比疫情响应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Bernstein et al. (2022)估计，

加强病原体跨物种传播监测、减少森林砍伐以及更有效管理野生动物贸易和狩猎活动，其成本

不足每年因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病造成生命损失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同时还能产生大量协同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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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son et al. (2020) 同样指出，通过控制野生动物贸易和减少热带森林砍伐等措施降低全

球大流行风险，其成本远低于一次全球性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失。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一结

论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即使仅从狭义财政角度考虑，相较于在疫情发生后不断承担其对人类、

公共机构和经济体系造成的多重成本，提前开展预防无疑更加理性、更具经济效率（Dobson 

et al. 2020；IPBES 2020；Bernstein et al. 2022）。 

 

针对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管理”不应成为“风险降低”的含糊替代概念。当贸易路径涉及高

风险的人和动物接触时，有效的预防措施可能需要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严格限制措施或禁

令，并辅以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健康筛查、检疫制度、市场监管、执法机制以及减少需求的措

施。这些措施不仅能够减少疾病直接造成的损失，也有助于降低医疗支出、生产率下降、卫生

系统压力以及更广泛社会经济中断等间接成本。更广泛而言，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还能够通过

扩大劳动参与率和提升劳动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Bernstein et al. 2022；

Remes & Singhal 2020）。 

 

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经验表明，仅依赖病原体跨物种传播或疫情暴发后的应急响应，非投

资于能够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长期发病率、经济中断以及更广泛社会危害的预防措施，将会

付出多大的代价。因此，评估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相关市场的风险和驱动因素，有助于政策制

定者及其他益相关方识别切实可行的干预路径，从而降低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以

及经济安全构成的风险。 

 
6. 动物健康、动物福利、生物学应激与病原体风险 

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是降低人畜共患病及全球大流行风险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动物福利不佳

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动物的免疫功能、病原体易感性、病原体排放、发病率、死亡率以及疾病传

播动态。在整个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中，野生动物可能经历捕获、束缚、人工处理、圈养、运

输、高密度拥挤饲养、社会群体破坏、与陌生个体或不同物种混养、食物改变、脱水、温度应

激、受伤、卫生条件恶劣以及暴露于陌生病原体等多重压力。这些情况不仅仅是伦理意义上的

动物福利问题，更属于生理学、行为学、免疫学和生态学层面的应激因素，会直接影响动物健

康状况，并改变疾病发生和传播风险（Maas 2000；Broom & Johnson 1993；Moberg 2000；

Lambert et al. 2025）。 

 

理解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至关重要。当动物遭受急性或慢性应激时，会激活包括交感神经—肾

上腺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在内的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机制。在短期内，这些反应具

有适应性，有助于个体应对即时威胁。然而，当应激因素过于严重、持续时间过长、反复发生

或无法逃避如捕获、运输、长期圈养、高密度饲养以及不良管理条件下所常见的情况，这便可

能超出动物的生理承受能力。研究已经证明，这类持续性应激可导致代谢改变、抑制生长与繁

殖、削弱免疫功能、增加感染易感性，并导致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动

物外观检查时看似正常，上述生理影响也可能已经存在（Maas 2000；Broom & Johnson 

1993；Mober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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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效应很可能在整个野生动物贸易链中不断累积。无论是在捕获、本地暂养、运输、出口、

进口、检疫、市场流通、零售、交易会还是私人饲养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动

物后续的健康状况，并导致延迟出现的发病或死亡，而这些后果在应激事件发生当时往往并不

明显。这一点对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尤为重要，因为健康状况不明的动物通常需要经历漫长而

复杂的供应链，并在运输和贸易过程中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其他动物混合，同时还会

与捕猎者、收集者、贸易商、运输人员、市场工作人员、兽医、执法人员、消费者、家养动物

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发生密切接触。对于国际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从捕获、国内运输、国际运

输、暂养到进口后的饲养管理，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生物学过程，因此不应被视为彼此独

立的孤立阶段进行评估（Maas 2000）。 

 

这些过程对动物福利造成的影响，已经在众多分类群和贸易领域得到充分证实。近期针对商业

性野生动物贸易案例的综述指出，野生动物可能经历长期应激、疼痛、恐惧、口渴、饥饿、挫

败感、抑郁、疾病、极度疲劳及严重痛苦等多种负面福利状态，其持续时间可能从数小时延续

至终生，具体取决于贸易路径及最终用途。《Prepared and Shipped》（2000）综述同样指

出，从动物被捕获的那一刻起，其死亡率和发病率便受到持续影响；此后的处理、运输及圈养

过程进一步加剧这些风险。道路运输、装卸过程、人工搬运、运输箱、集装箱以及相关环境条

件，都可能成为强烈的应激源，并对动物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应激

因素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动物可能成功存活于贸易初期，却在后续阶段因创伤、疾病、免疫

功能抑制或无法适应圈养环境而出现迟发性死亡或严重疾病。 

 

因此，动物健康与福利受损同人畜共患病风险之间的联系绝非推测性判断，而具有充分的科学

依据。例如，一项在越南供人类食用的野生动物供应链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冠状病毒检出率

沿着供应链不断升高，并认为动物应激、脱水、营养不良、身体状况下降、免疫功能改变、受

感染动物病毒排放增加，以及供应链中其他动物易感性提高，都是导致传播风险不断增加的合

理生物学机制（Huong et al. 2020）。更广泛而言，野生动物贸易不断创造病原体暴露、扩

增、重组及宿主转换（host switching）的机会，尤其是在活体动物被高密度圈养、不同物种

混养、长距离运输、屠宰或长期处于卫生条件恶劣环境中的情况下。 

 

上述现实意义远远超出个体动物遭受痛苦本身。恶劣的动物福利条件不仅增加病原体在活体动

物贸易链中的扩增和传播概率，而且由此导致的发病和死亡也会削弱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并影

响贸易活动本身的可持续性。因此，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保障应被视为同一健康风险降低体系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源头预防、疾病监测、可追溯体系、卫生管理、检疫制度、执法

监管以及需求削减等措施共同构成综合治理框架。这一定位尤为重要，因为在许多政策讨论

中，动物福利常常被简单视为伦理或情感问题，而事实上，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背景下，它本

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生物学风险因素。 

 

因为人为运输和活体动物贸易而发生的病原体迁移、扩增或重新分布，同样可能对野生动物、

圈养动物及家养动物造成严重影响。目前，SARS-CoV-2已经在动物园动物、养殖水貂、伴侣

动物以及野外自由生活的白尾鹿等多种圈养、家养和野生哺乳动物中被检测发现，引发了关于

动物健康、逆向人畜共患病传播（reverse zoonosis）以及野生动物病原储存宿主形成的广泛

关注。与此同时，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持续导致大量野生鸟类和家禽死亡，并且近年来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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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哺乳动物中被发现。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与活体动物贸易及更广泛人与动物接触相关

的疾病风险，不仅威胁人类健康，同时也威胁动物健康、动物福利、物种保护以及生态系统完

整性。 

 

类似原则同样适用于保育领域中的圈养繁殖、物种重新引入（reintroduction）以及种群迁移

（translocation）等措施。尽管这些活动不同于商业性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但如果缺乏有效

的健康筛查、检疫制度、遗传管理以及放归后的持续监测，同样可能带来动物健康及疾病传播

风险。这些保护实践进一步说明同一个健康的基本原则：将活体野生动物跨越生态、地理或管

理边界进行人为迁移，本身就可能对动物健康、病原体传播以及保护成效带来意料之外的不利

后果（Fraser 2008；Williams & Hoffman 2009；Warne et al. 2023）。 

 
7.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影响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衰退。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

台（IPBES）已将野生动植物的直接开发利用认定为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

之一，其影响程度仅次于陆地和海洋利用方式变化（IPBES 2019）。因此，野生动物贸易不仅

会通过移除目标物种直接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还可能通过兼捕（bycatch）、意外死亡、栖

息地干扰、入侵物种引入、病原体传播以及生态相互作用的破坏等途径产生间接影响生物多样

性（Hinsley et al. 2023；Hughes et al. 2023a）。其中尤为重要的机制包括对捕食关系、

植食作用、种间竞争、种子传播以及食物网营养关系等生态相互作用的干扰。目标物种从生态

系统中被移除后，可能改变其他物种的数量和行为模式，使部分种群扩张，而另一些种群衰

退，并进一步在食物网中产生级联效应（cascade effects），最终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结

构、功能及韧性（Estes et al. 2011；IPBES 2019；Morton et al. 2021；Hughes et al. 

2023a）。 

 

这些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同一健康意义。参与活体贸易的野生动物物种可能是

病原体的自然宿主（reservoir）、宿主（host）或携带者（carrier）；与此同时，野生动物

群落分布、数量及组成结构的变化，也可能改变病原体传播动态以及跨物种传播

（spillover）的发生机会（IPBES 2020；Keesing & Ostfeld 2021）。野生动物捕获活动改

变病原储存宿主的分布和数量还可能进一步影响野生动物及人类群体中的疾病流行水平。因

此，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不仅涉及动物本身的流动，也促进了病原体跨越生态和地理边界的迁

移。德国于 2011年至 2013 年发生的致命性人类脑炎病例就是典型案例。研究发现，这些病例

与一种新型人畜共患博尔纳病毒（bornavirus）——花松鼠博尔纳病毒 1型（variegated 

squirrel bornavirus 1）有关，而该病毒又与外来松鼠作为宠物的饲养和繁殖活动密切相

关。后续调查进一步在德国和荷兰饲养的花松鼠（variegated squirrels）及普氏松鼠

（Prevost's squirrels）体内检测到了该病毒。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外来宠物贸易及私人饲

养活动可能在人类与原本隔离的野生动物病原体之间建立全新的接触途径（Hoffmann et al. 

2015；Schlottau et al. 2017；Petzold et al. 2019）。 

 

通过活体野生动物贸易有意或无意引入外来物种，也是另一项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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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入侵物种可能与本地物种竞争资源、捕食本地物种或导致其被排挤，从而破坏生态群落结

构；同时，它们还可能携带病原体或寄生虫，对本地野生动物、家养动物乃至人类健康造成影

响（Azami-Conesa et al. 2021；Beltrán-Beck et al. 2012；Lockwood et al. 2019）。 

这些影响进一步凸显了一个基本事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健康、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人畜

共患病风险预防，应当被视为同一健康框架下彼此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8.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与市场的参与者及驱动因素 

活体野生动物市场及其贸易链受到众多参与者和复杂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包括国家和地

方政府、监管机构、市场经营者、贸易商、猎捕者、人工繁育者、运输经营者、商业中介机

构、网络平台、消费者、执法机关，以及那些其生计、粮食安全或文化活动与野生动物利用密

切相关的地方社区。 

 

不同参与者的重要性因具体情景而异。在某些地区，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可能主要与基本生存需

求或有限的生计选择有关；而在另一些地区，其发展则更多受到高度商业化供应链、城市消费

需求、奢侈品消费、外来宠物饲养以及政府支持的生产和贸易体系所推动。因此，降低风险的

政策措施必须充分考虑具体背景，不应简单地将公众或消费者视为活体野生动物市场唯一或最

主要的驱动因素。 

 

猎捕者、市场经营者、贸易商、运输人员、人工繁育者以及各类中间商，共同决定着动物获

取、运输、暂养、销售、屠宰及饲养过程中的具体条件，而这些条件又直接影响动物应激水

平、不同物种混养状况、卫生条件、可追溯性以及病原体传播机会。猎捕者、采集者以及参与

最初捕获和供应环节的人员，可能直接暴露于野生动物、动物分泌物、血液、粪便、尿液及各

种组织样本之中。与此同时，执法人员、检查人员、兽医、海关官员、警务人员以及其他一线

工作人员，也可能在检查、查扣、运输、检疫及市场监管过程中暴露于风险中。 

 

消费者和公众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影响方式因具体情境而异。消费者需求可能创造或强

化活体野生动物市场、野味消费、异宠、传统药材、奢侈品以及珍稀物种贸易背后的经济激

励。公众态度也会影响社会对于高风险行为究竟是默许、加强监管、主动减少还是公开抵制。

然而，消费者行为本身又受到产品可获得性、价格、文化规范、社会地位、感知需求、市场营

销、网络获取渠道以及替代方案是否存在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因此，对于需求的干预措施必

须具有针对性，并应明确区分基本生存需求、生计依赖、商业利润驱动、奢侈消费以及可自主

选择的非必要需求等不同情形。 

 

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风险并非源于孤立的人类、动物或环境因素，而是在复杂的社会—

生态系统中形成和演化的。这些风险受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干扰、动物健康与福利、

生计需求、商业利益、文化实践、治理体系、监管能力、执法水平以及消费者需求等多种因素

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因此，要有效降低人畜共患病和全球大流行风险，不能仅依赖疾病监

测、实验室检测或疫情响应等技术性公共卫生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不可或缺，但必须辅以更加

注重预防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应对形成并维持高风险人和动物接触的生态、经济、政治及行

为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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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哪些主体参与其中、哪些主体从中获益、哪些主体承担风险，以及哪些主体拥有改变现有

实践的能力，是设计公平且有效的同一健康干预措施的关键。仅针对个人行为实施干预，往往

难以在更深层次的制度、经济或市场激励机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取得长期成效。真正有效的风

险治理，应同时关注制度环境、供应链结构、市场机制以及政策激励，而不仅仅聚焦于终端消

费者。 

 

8.1 治理与政策驱动因素 

各国政府通过政策、法律、激励措施、许可、禁令及执法体系来影响活体野生动物贸易。政府

政策和激励措施可以积极地建立、扩大或使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体系合法化。例如，在中国，作

为农村发展和扶贫战略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大力推动野生动物养殖和贸易，包括通过支持

性的法律框架、贷款、培训以及官方将野生动物养殖作为经济机遇加以推广等措施。此类政策

导致商业性野生动物供应链大幅扩张，这说明了为何不应仅将活体野生动物贸易视为单纯的个

人消费需求问题。因此，对于政府支持或默许的贸易体系，评估时不仅应考虑其预期的经济或

生计效益，还应考量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福利、生物安全及人畜共患病风险的影响

（Xiao et al.2021）。 

 

8.2 经济激励、利润动机与稀缺性驱动需求 

参与合法和非法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相关供应链的个人和企业，可能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某

些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包括异国宠物、传统药物、奢侈品和珍稀物种）的高昂价格会推

动持续的采购、贸易、持有和使用行为，无论这些行为对人类健康、动物福利、生物多样性及

生态系统完整性会产生何种更广泛的影响。线上平台通过扩大市场覆盖范围、连接不同司法管

辖区的买卖双方，以及增加对稀有或新上市产品及物种的获取渠道，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激励因

素。 

 

消费者对稀有性的偏好也会助长不可持续的开发利用。研究表明，随着物种在野外变得越来越

稀少，人们对其稀缺性的认知会提高其吸引力与市场价值，从而进一步刺激采集、贸易和投机

性需求。了解人们对稀有性、市场稀缺性、地位、新奇感和价值的认知如何塑造消费者行为，

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保护、教育、需求减少和政策干预措施（Hausmann et al.2023）。 

 

8.3 粮食安全、生计与差异化依赖 

在某些情况下，粮食安全、生计和文化习俗可能是驱动野生动物利用的重要因素，因此风险降

低措施必须区分真正的生计依赖与非必需的、商业性的、奢侈的、以地位为导向的或投机性的

需求。那些忽视生计制约因素或当地依赖性的干预措施，可能既无效又不公平。与此同时，生

计性利用的存在不应成为为可避免的高风险贸易提供正当理由的依据——尤其是当野生动物利

用被商业化放大、监管不力，或与可预防的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或人畜共患病风险相关时。

因此，需要采取差异化策略，以确保预防措施公平、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侧重于减少高风险

贸易途径。 

 

8.4 认知、激励机制与行动障碍 

在应对野生动物贸易链中人和动物接触对人类、动物、环境及经济健康构成的风险时，最大的

挑战之一或许在于现有知识、政策与有效干预措施之间长期存在的脱节。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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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患病发病机制、生物学、生态学、社会经济、治理及人类行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以

及现有的有效预防方案，可能认识不足。这种认知差距可能会阻碍“同一健康”策略的有效实

施，特别是因为人畜共患病溢出和全球大流行背后的潜在风险可能难以察觉，或者要等到危机

发生后才会显现。这些风险的复杂性也使得难以通过有效沟通将其转化为及时且适当的行动。 

 

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信息层面。既得利益、腐败、经济压力、治理不力以及文化或商业行

为，也会影响政治层面在采纳挑战现有规范和/或盈利性活动的政策时的犹豫态度。民间社会

组织和专家指出，腐败可能助长涉及野生动物、森林、渔业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复杂供应链中的

环境犯罪，同时削弱透明度、问责制、法治、公共卫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要消

除这些障碍，需要采取有力、公平和包容的方法来创造、整合和传播知识，同时加强透明度、

问责制、反腐败保障措施，并加强对揭发环境犯罪和腐败行为者的保护。 

 

公众意识以及愿意做出实质性行为改变的意愿，是遏制现有人畜共患病传播和防止新病原体出

现的重要因素。然而，当结构性激励机制、监管不力、腐败或商业利益持续维持着高风险贸易

链时，仅靠公众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其他进展缓慢的环

境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如果不改变激励机制、治理结构、问责机制和可执行的规则，知识可能

无法改变行为或政策选择。要弥合这一差距以实现亟需的变革性转变，需要开展积极主动的风

险沟通和教育，承认共同责任，并需要政治领导力和政治意愿，以推动采取全面且基于事实的

方法来保障全球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通过在基层和治理层面积极提升对风险以及积极变革机遇的认识，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社

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帮助催化所需的协作努力，以维护共同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8.5 行为与认知因素 

面对科学证据时，人类行为往往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僵化，即使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对个人或集体

的福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及其与人畜共患病出现和传播之间

的关联，对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尽管这些问题备受关注，

且存在造成严重甚至可能不可逆影响的风险，加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正式通过的众多目

标和指标，但迄今为止，主流应对措施仍未能以所需的速度、规模或深度推动行动。其中一个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挑战往往主要被视为技术问题（Wamsler et al.2021）。 

 

植根于人类进化史的认知和行为倾向（Perreault 2012；Pratarelli 2016；Waring & Wood 

2021）、高度的复杂性、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Rees 2023；Bernardini et al.2022）、既得

利益（Beder 2014；Mihai 2019； Gierth & Bromme 2020）以及心理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

共同作用，可能产生或维持对亟需的行为改变的抵制。对已造成危害的传统固守、意识不足以

及不愿打破既定规范，都会阻碍个人和集体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有效

的沟通，对人类心理以及在行为与全球健康和生态完整性要求之间达成一致所面临的困难有深

刻的理解。 

 

对人畜共患病和大流行病风险的应对措施，同样受到时间贴现和政治短视的影响（Nan & Qin 

2019；Hunter 2016）。预防措施的成本是立竿见影、显而易见的，但往往在政治上难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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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其效益则是长期的、不确定的，可能只有在危机被成功避免后才会显现。这可能导致政

府、机构、企业和个人优先考虑短期经济、政治或个人利益，而非预防措施——即使不作为的

潜在后果十分严重。认识到这种偏见对于制定政策、激励措施和沟通策略至关重要，这些措施

应使预防工作更加显而易见、在政治上可行且在制度上具有持久性。 

 

政策和公共辩论也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对简单解释或针对复杂人畜共患病风险情景的单

一解决方案抱有不切实际的信心。当人们对生态、流行病学、经济和行为动态的理解不足时，

直觉上看似合理但实际上不够完善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比基于证据的跨学科方法更受青睐。因

此，有效的“同一健康”治理需要透明的证据审查、适当的专业知识以及适应性学习。 

 

8.6 全球供应链与远程耦合（Telecoupling） 

全球供应链的相互关联性和动态变化是影响活体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部位及野生动物产品需求

的重要因素。某些物种在成熟的合法和非法国际市场上备受追捧，包括异国宠物贸易、野味、

奢侈品以及传统医药市场。由此产生的活体动物跨境流动可能造成病原体接触、增殖、溢出和

传播的风险，特别是在来源和健康状况不明的动物通过涉及捕获、饲养、运输、出口、进口、

批发、零售、网络销售、集市或私人饲养等环节的漫长供应链时。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贸易数据反映了合法申报的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规模及其

地理关联性。2011 年至 2020 年间，出口商申报的直接贸易中约有 350 万批货物。这相当于超

过 13 亿个活体，其中包括 12.6亿株植物和 8200万只动物，此外还有按重量申报的 2.79 亿公

斤产品。亚洲和欧洲既是最大的出口地区，也是最大的进口地区：亚洲占出口交易的 37%和进

口交易的 31%，欧洲占出口交易的 34%和进口交易的 38% (CITES Secretariat 2022）。这些

数据凸显了有效贸易监测、可追溯性及风险评估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同一健康”理念的紧

迫重要性。 

 

国际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由于活体动物及其病原体的跨境运输，尤其可能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因此，进口国面临通过合法、非法或监管不力的贸易渠道引入人畜共患病风险的威胁，特

别是在物种专项报告、检疫、疾病筛查和可追溯性措施薄弱的地区（Knobler et al.2006；

Pavlin et al.2009）。这不仅仅关乎动物最初被捕获或销售的地点：一个地区的需求可能会

导致另一个地区出现捕捞、运输、处理以及病原体暴露等风险。这些远程耦合的供应链意味

着，对健康、生物多样性和动物福利的影响可能会在地理上发生转移，而贸易带来的收益和风

险在各国、各行业和各社区之间的分布则不均衡。 

 

8.7 网络平台与数字贸易 

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为合法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包括活体野生动物、异国宠物、野生动物

肉以及野生动物部位和制品——提供了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全球

覆盖范围及其相对的匿名性，加上迅速扩大的技术能力，对卖家和消费者——包括非法交易者

和犯罪网络——都极具吸引力。 

 

在线贸易能够将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供应商、中间商和买家连接起来；便于在不同平台之间快

速切换；掩盖动物的来源、合法性和健康状况；并促进私下沟通及难以追踪的支付系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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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给监管和执法带来了重大挑战，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福利、生物安全以及“同一健

康”理念产生了明显影响。此外，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对与异国宠物贸易所带来的各类挑

战（如动物福利和合法性）认知程度有限（Anagnostou & Doberstein 2024；Pascual & 

Wingard 2021a,b；Spee et al.2019）。 

 

已记录的线上活体动物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异国宠物。然而，数字化的活体野生动物贸易

并不局限于这一领域。例如，TRAFFIC 对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尼日利亚的

在线野生动物贸易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2018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72 个在线

平台上的 428 条独立广告中，共有 1267 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野生

动物产品或标本待售，涉及至少 43 个物种。活体野生动物占所有在线广告的 70%，其中活体

鸟类和猴子在待售物种中尤为突出（Woolloff et al.2022）。在观察到的所有在线广告中均

未显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许可证，且仅有三则广告提及了相关手续；交易往

往通过私信和难以追踪的支付安排进行（Woolloff et al.2022）。 

 

9. 国际外来宠物贸易：规模、风险与流通渠道 

不断扩大的全球异国宠物市场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入侵物种引

入、动物健康与福利以及人畜共患病原体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Chomel et al.2007；

Lockwood et al.2019；Sinclair et al.2021）。该市场涵盖将非本地野生动物作为宠物进行

捕获、繁殖、运输、销售和饲养等活动，涉及数千个物种和数百万只个体，其驱动力包括新奇

感、稀有性、社会地位、独特物种，以及将野生动物作为别具一格的伴侣动物饲养的愿望

（Altherr & Lameter 2020；Harrington et al.2021；Marshall et al.2020； Hughes et 

al.2023b）。对稀有或新出现物种的需求可能引发保护风险，因为稀有性本身可能会增加其吸

引力与市场价值，进而进一步刺激从野外捕获的行为（Hausmann et al.2023）。尽管异国宠

物贸易的确切规模难以量化——因为它涵盖了合法、非法、国内、国际、线上、人工繁殖和野

生捕获等多种形式，且其中大部分监管不力——但现有证据表明，这是一项涉及数千个物种和

数量庞大的个体的庞大全球贸易（Lockwood et al. 2019; Sinclair et al. 2021）。 

 

仅作为宠物进行的驯化的脊椎动物合法国际运输每年就涉及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额和数百万只动

物，但关于来源地区、贸易量、物种构成以及国内分布情况的关键数据仍存在缺口（Sinclair 

et al.202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记录仅涵盖了这一贸易的一部分：一项

分析显示，每年约有 1,316 个物种、共计 220 万只活体野生动物被出口到 189 个国家，同时指

出还有许多其他用于宠物贸易的物种未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因此

缺乏相应的国际监测（Harrington et al.2021）。 

 

各国的实例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美国，据估计，异宠贸易涉及数百个物种，

年交易额高达 150 亿美元，涉及约 1.13亿只动物。据报道，约 14%的美国家庭饲养了一只或

多只异国宠物。同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是全球宠物贸易的主要推动力，并指出美国的异国宠物

贸易既从全球各地的野生环境中合法或非法获取动物，也从人工繁育设施中获取（Linder et 

al.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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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宠贸易涵盖了将野生动物作为宠物饲养的国内和国际商业交易。该行业汇集了已知会增加疾

病风险的多种条件，因此构成了人畜共患病传播和溢出风险的多重因素：物种混养、高密度饲

养、健康状况不佳、健康监测不足、国内及国际运输、圈养、应激诱发的易感性、来源不明，

以及动物、贸易商、零售商、爱好者与私人饲主之间的密切接触（Chomel et al.2007； 

Warwick & Steedman 2021；van Roon et al.2019）。例如，对荷兰异国动物进口情况的评估

发现，绝大多数动物是由贸易公司进口的，这给零售业员工、爱好者及宠物主人带来了潜在的

暴露风险；作者还强调，非法进口可能构成风险，因为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往往不明（van 

Roon et al.2019）。 

 

健康监测不力尤其令人担忧。受感染的异国宠物可能成为未被发现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携带

者，从而对密切接触的人类和其他动物构成风险。例如，对罗马尼亚宠物店和私人家庭中的爬

行动物进行的一项筛查发现，43.28%的爬行动物携带沙门氏菌属；所有分离出的菌株均对至少

一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其中 79.32%为多重耐药菌（Dégi et al.2023）。 

 

健康筛查的漏洞不仅限于非法进口。例如在英国，针对异国宠物的动物卫生进口要求因物种分

类而存在显著差异，且并非所有进口的异国宠物都会接受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系统性检测。除

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宠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不受一般动物卫生进口要求的约

束；而国内繁殖的异国宠物在交易时，也无需强制检测相关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因此，动物

可能在病原体状况不明的情况下进入或流经宠物贸易渠道，从而给饲养者、销售者、运输人

员、兽医人员、宠物主人、家庭接触者及公众带来潜在的暴露风险（Born Free Foundation & 

RSPCA 2021）。 

 

在欧洲，宠物展与在线平台一同成为异国宠物的主要销售和交易渠道之一（Altherr et 

al.2020）。国际宠物展汇集了来自不同物种和地理来源的数千只动物（Altherr et 

al.2010；Altherr et al.2020）。除了人工繁殖的动物外，市场上还存在可能携带病原体的

野生捕获动物。因此，此类活动重现了与其他活体动物市场相关的许多风险状况，包括存在患

病、受伤或处于应激状态的动物；不同来源且健康状况不明的动物混杂在一起；卫生规程有限

或缺失；以及动物、交易者、爱好者、零售商和参观者之间的密切接触。Warwick & Steedman 

2021）指出，野生动物市场具有共同的结构和经营方式，这些特征引发了对动物福利、公共卫

生与安全、农场动物健康以及其他“同一健康”问题的担忧。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此类市场与

负责任的标准和实践不相容，并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取缔此类活动，以应对其固有的重大风险。 

 

10. 法律、监管与执法挑战 

法律、监管和执法体系在决定活体野生动物贸易渠道是被禁止、允许、限制、监控，还是基本

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许多相关框架仍分散在保护、动物卫生、公共

卫生、农业、海关、贸易、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等不同职责领域之中。这种分散状况可能导致

人畜共患病风险的预防工作得不到充分重视，即使在贸易合法或受到正式监管的情况下也是如

此。因此，监管方面的核心挑战不仅在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是合法还是非法，更在于法律框架

能否减少那些导致病原体出现、增殖、传播和溢出的条件。 
 
10.1 国际法律框架与指导原则 



AI 翻译文档      

20 

《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职责是规范野生动物的国际贸易，以

确保其不会威胁相关物种的生存。目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尚未就人畜共患

病的预防设定明确的要求。然而，近期的一项工作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

物种的贸易中潜在的人畜共患病风险进行了评估（UNEP-WCMC & JNCC 2021, 2022）。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和英国国家传染病中心（JNCC）发现，合法的国

际贸易中包含大量《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涵盖的活体动物，这些动物所属的物

种及更广泛的分类群均与《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优先防治的疾病相关；同时，研究也指出

了数据方面存在重大局限性，并强调需谨慎解读这些数据（UNEP-WCMC & JNCC 2021, 

2022）。2022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通过了第 19.17 号和第 19.18

号决定，内容涉及此公约在降低与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未来人畜共患病出现风险方面的作

用，这可能有助于在该公约框架内为降低与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人畜共患病出现和传播风

险铺平道路（CITES 2022）。 

 

现有的野生动物贸易监测体系尚无法全面反映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中的人畜共患病风险。即使

制定了完善的法规，许多国家仍缺乏必要的资源、培训、基础设施、部门间协调或执法能力来

有效实施这些法规，从而削弱了其实际效果（UNODC 2020；Linder et al.2023）。《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贸易数据有助于识别某些列入名录物种的国际流动情况，包括与

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相关的分类单元，但此公约主要作为一项保护工具，仅涵盖了全球贸易中部

分野生动物或与疾病相关的分类单元。许多合法交易的未被该公约涵盖的物种则不受类似的物

种特定国际报告制度约束，而国内、非正式、在线及非法贸易则往往难以侦测或量化。这些缺

口限制了主管部门评估贸易量、追踪动物来源和流动路径、识别高风险传播途径，以及将人畜

共患病风险考量纳入监管和执法的能力。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制定了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国际标准，并就人畜共患病的预防提

供了相关指导，包括其《应对野生动物贸易中疾病风险的指南》（WOAH 2024）。世界卫生组

织（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还发布了临时指导意

见，建议各国主管部门作为紧急措施，暂停以食用或繁殖为目的的活体野生哺乳动物贸易，并

关闭食品市场中销售此类动物的区域，同时加强传统食品市场的卫生、环境卫生、监管和风险

管理措施（WHO、OIE & UNEP 2021）。 

 

四方合作机制（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为涵盖人

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的“同一健康”提供了主要的国际协调框架。该机制制定的《“同

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2022–2026）》旨在支持各国加强“同一健康”体系，预防未来大流

行病，并应对人类、动物、植物与环境交汇处出现的健康威胁。“同一健康”高级别专家小组

（OHHLEP）提供科学和政策建议以支持这项工作，并协助制定了本文所采用的 OHHLEP“同一

健康”定义（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22

年）。 

 

世界银行也强调，“同一健康”投资是降低新发传染病和未来大流行病风险的一种具有成本效

益的方法。这些框架和指导文件共同为以预防为导向的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但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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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仍仅是指导方针、协调机制或投资框架，而非直接规范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和市场的具有约

束力的法律义务（World Bank 2022）。 

 

10.2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与市场的国家监管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已采取措施来降低与野生动物贸易和市场相关的人

畜共患病风险，包括禁止或限制某些形式的野生动物消费、关闭市场、加强执法，以及建议暂

停为食用或繁殖目的而进行的活体野生哺乳动物贸易。例如，2020年，中国通过了一项决

定，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但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继续进行其他贸易活动或交易其他物种

（Xiao et al. 2021; Whitfort 2021）。 

 

欧盟也是一个重要的活体野生动物市场，包括异国宠物市场，并已建立了一个相对详尽的野生

动物贸易监管体系（European Union 199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欧盟野生动物

贸易条例》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落实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其

中包含旨在确保进入欧盟市场的野生动物来源合法且可持续的规则。然而，这些规则的架构仍

主要围绕物种保护、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而非全面预防人畜共患病风险。与其他司法管辖区一

样，在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物种、国内贸易和欧盟内部贸易、网

络贸易、私人饲养、健康筛查、检疫以及进口后监测等方面，可能仍然存在重大漏洞。因此，

欧盟的案例既体现了区域性野生动物贸易监管的价值，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即当“同一健

康”风险预防尚未完全融入贸易、动物卫生、公共卫生和执法体系时，该体系的局限性便显而

易见。 

 

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WOAH）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也发布了临时指南，

呼吁各国主管部门暂停以食用或繁殖为目的的活体野生哺乳动物贸易，并作为紧急措施关闭食

品市场中销售此类动物的区域（WHO，WOAH & UNEP 2021）。 

 

监管漏洞并不局限于那些通常与活体野生动物市场相关的国家。一项关于美国动物市场和人畜

共患病的审查识别出 36种与人畜共患病溢出风险相关的面向消费者的动物市场及供应链，并

得出结论：美国目前尚无缓解人畜共患病风险的综合战略。该报告描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监管

体系，尽管动物、病原体、产品和人员都在野生动物、家畜、伴侣动物、市场及机构之间的人

为界限间流动，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人畜共患病的预防、检测和监管（Linder et 

al.2023）。 

 

英国的异宠案例同样表明，在缺乏系统性人畜共患病风险筛查的情况下，合法拥有和交易仍可

进行。监管措施可能不会基于人畜共患病风险来限制宠物饲养；国内繁殖和交易活动可能在无

需对相关人畜共患病病原体进行强制检测的情况下进行；而由于许多潜在的人畜共患病未纳入

法定监测体系，监测结果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实际情况（Born Free Foundation & RSPCA 

2021）。 

 

这些例子表明，降低人畜共患病风险的措施是可行的。它们同时也凸显了现存的不足：相关措

施往往是临时性的、不全面的，仅针对特定物种或用途，执行力度薄弱，或者未能植根于更广

泛的“同一健康”法律框架之中，也未与之相融合。将此类考量纳入野生动物贸易和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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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有助于确保采取一种更综合、更有效的做法，从而承认环境、动物和人类健康之间的联

系。因此，弥补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和市场中的法律漏洞对于预防工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高风

险活动仍然合法、监管不力、管理松散或仅依赖自愿遵守的情况下。 

 

10.3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与人畜共患病预防中的法律缺口 

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和人畜共患病风险预防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法律空白。即使已有旨在规

范野生动物贸易相关活动（包括活体动物市场及其供应链）的法律规定，其实施和执行仍可能

面临挑战。许多法律框架主要针对保护、动物健康、农业、海关监管、食品安全或动物福利而

设计，而非旨在综合预防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中人畜共患病的溢出。因此，相关立法可能仅对

物种保护状况、所有权、进出口文件、动物福利或食品安全进行规范，却未能系统性地解决导

致高风险交汇点的各种条件，包括物种混养、圈养、运输、屠宰、卫生条件差、检疫不力、可

追溯性有限以及动物来源和健康状况等问题。 

 

定义和分类同样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法律体系可能会将“野生动物”、“家畜”、“宠

物”、“养殖动物”、“圈养繁殖动物”、“食用动物”和“外来动物”加以区分，但这种区

分既不符合生物学现实，也不反映疾病风险。在圈养条件下繁殖或饲养的野生动物可能与野生

捕获的动物受到不同对待，尽管它们仍可能携带病原体、承受压力、与其他物种接触，并进入

会产生暴露风险的贸易链。它们也可能被错误地归类为家养动物。此类模糊性会制造漏洞，从

而加剧疾病、动物福利、物种保护及执法方面的风险。在其他情况下，法规可能侧重于物种的

保护状况，却未充分考虑人畜共患病的风险。 

 

这意味着即使是高风险物种也可能被合法交易，从而增加了疾病暴发、溢出和传播的风险。同

样，法律管控往往侧重于受威胁或高价值物种，而非疾病传播途径；而一些非濒危物种，尽管

可能与人畜共患病有关，却很少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要弥补这一缺口，需要更明确、更强有

力的法律授权，加强跨部门协调，采取有效的风险降低措施，并为实施和合规提供适当资源。 

 

国际框架也存在漏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为规范列入名录物种的

国际贸易提供了关键机制，但该公约的设计初衷主要是确保贸易不会威胁物种的生存。因此，

它目前尚未提供一个全面的人畜共患病风险预防框架。许多被交易的物种未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录，且非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野生动物合法贸

易中，很大一部分未被类似的针对特定物种的国际报告系统所涵盖。国内贸易、非正式贸易、

网络贸易和非法贸易则更难被发现、量化及监管。这些缺口限制了主管部门评估贸易量、追踪

动物来源和流动路径、识别高风险传播途径，以及将人畜共患病风险考量纳入许可、审批、检

查和执法工作的能力。 

 

即使存在国际框架，其有效性仍取决于各国的落实情况、执法能力以及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合

作。法律标准、许可制度、检查能力、处罚措施和执法优先事项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导致风险

控制水平参差不齐。这些不一致之处使得高风险贸易路线转向监管较弱、查获率较低或执法能

力有限的司法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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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实施情况也往往参差不齐且支离破碎。野生动物、动物和公共卫生、农业、海关、贸

易、食品安全、兽医服务及执法等职责，通常由不同机构承担，而这些机构各自遵循截然不同

的职权范围。这可能导致管辖权既不重叠又相互重叠、信息共享不畅、监管不一致，以及责任

归属不明。由此形成的法律架构难以有效应对相关的“同一健康”风险，因为病原体会在野生

动物、家畜、人类、产品、市场和生态系统之间跨越边界传播，而监管体系却往往无法做到这

一点。 

 

其他法律漏洞还包括：在健康筛查、检疫、卫生、生物安全、记录保存、可追溯性、兽医监管

和进口后监测方面的要求不足；对网络贸易和非正规市场的监管不力；当违规所得利润超过被

查获的风险时，处罚力度不足；对举报人和一线执法人员的保护有限；以及在开展公众风险沟

通或采取需求削减措施方面的法律义务不足。即使存在相关法律，它们也容易因资源有限、意

识和培训不足、腐败、部门间合作不力或执法能力薄弱而受到削弱。 

 

要弥补这些不足，需要制定更明确的预防人畜共患病风险的法律规定，针对高风险活体野生动

物贸易渠道制定可执行的标准，加强跨部门合作，完善可追溯性和报告系统，并为实施和合规

提供充足的资源。法律改革不仅应关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的合法性，还应关注现有法律是否足

以减少那些导致病原体出现、增殖、传播和跨物种传播的条件和活动。 

 

10.4 自愿性指导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尽管已有大量指南、建议、标准和自愿性框架涉及野生动物贸易、动物健康、动物福利、生物

安全及“同一健康”等各个方面，但在与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及人畜共患病风险预防相关的许多

领域，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仍存在不均衡、分散或缺失的情况。这导致公认的风险与可执行

的措施之间长期存在差距，特别是在高风险贸易仍属合法、监管不力、监管薄弱或依赖自愿遵

守的情况下。 

 

10.5 执法缺口 

执法缺口会进一步削弱法律框架的有效性。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针对野生动物走私、环境犯罪

或违反贸易、健康、卫生、生物安全及报告要求的处罚力度不足、执行不力或被忽视。此类违

规行为可能助长规避国家和国际法规的行为，特别是在查获率较低、存在腐败现象，或执法机

构缺乏足够资源、培训、基础设施或权限的情况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称，

1999 年至 2018年间所有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相关的查获案件

中，超过一半涉及哺乳动物（23%）、鸟类（8.5%）和爬行动物（21.3%）（UNODC 2020）。查

获数量也呈稳步上升趋势。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规定，成员国必须提交

《年度非法贸易报告》（AITRs）。然而，在 2017年至 2020年间，183 个国家中仅有 78 个国

家提交了报告。这些报告缺口限制了主管部门评估非法贸易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以及了

解与疾病相关的贸易通道的规模和构成。 

 

执法重点可能主要集中在高价值或受威胁物种上，而忽视了虽未列入名录或价值较低、但与人

畜共患病风险相关的物种。网络贸易、非正规市场和不透明的供应链带来了额外挑战，因为交

易可能在不同平台、管辖区和支付系统之间迅速转移。随着野生动物贸易向线上转移，许多法

律框架在监管和监测不断变化的数字平台方面难以跟上步伐。与此同时，希望举报非法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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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为的个人可能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免受报复，从而阻碍了关键信息向执法机构的传递。因

此，大量贸易活动可能因此未被察觉。公众风险沟通和减少需求的相关规定往往薄弱或缺失，

这限制了法律框架在执法成为关键之前遏制高风险行为的能力。 

 

因此，有效的执法不仅需要更严厉的处罚和更强的执法能力，还需要反腐败保障措施、数字化

监控、举报人保护、部门间合作、公众风险沟通以及充足的实施资源。弥补这些执法漏洞不仅

对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全球卫生安全同样重要，因为执法不力可能会导致

高风险贸易渠道持续存在，尽管已知存在人畜共患病风险。 

 

10.6 跨部门协作 

随着我们对人畜共患病出现和传播背后复杂机制的理解不断加深，法律框架也必须随之演进。

定期审查规范野生动物贸易相关活动的立法至关重要，以确保这些法规保持与时俱进、以科学

为依据，并在降低人畜共患病相关风险方面行之有效。规范野生动物贸易的法律文书通常主要

由环境、野生动物、林业、农业、贸易或海关主管部门负责，而公共卫生机构在这些文书的设

计、实施或执法方面参与有限。由此导致的跨部门协作不足，阻碍了综合性应对措施的实施，

也妨碍了对人畜共患病风险及其缓解措施的全面理解。 

 

因此，有效的减少人畜共患病风险的策略需要建立国家及国际法律框架，这些框架应反映人畜

共患病出现和传播背后复杂的相互关联。此外，这些策略还依赖于相关领域及法律文书之间的

正式合作，包括与野生动物、环境、公共卫生、职业健康与安全、兽医服务、农业与畜牧业、

海关、贸易、执法以及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相关的法律文书。 

 

11. 预防与风险降低机遇 

源头防控意味着在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链的各个环节采取有效且切实可行的风险降低措施。这些

措施可能包括针对高风险贸易途径实施基于风险的限制或禁令、加强监测、检疫和健康筛查、

建立可追溯性机制、制定卫生和生物安全标准、加强市场监管、加强执法、减少需求、开展公

众风险沟通以及实施跨部门的“同一健康”治理。其目的是缓解那些导致病原体出现、扩增、

传播和溢出的生态、商业、行为及监管条件，而不是主要依赖疫情控制。 

 

11.1 通过减少需求实现预防 

必须结合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背景来理解野生动物贸易的需求。对生物的直接开发利用是导致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的全球评估，其影响仅次于陆地和海洋土地利用的变化。因此，不可持续的野生动

物贸易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目标物种和非目标物种造成损害，减少种群数量，改变生态相互作

用，并导致生态系统崩溃。例如，据估计，狩猎已导致约一半的泛热带森林区域内的哺乳动物

种群部分消失。野生动物贸易与受影响物种数量的显著减少以及更广泛的生态系统破坏性影响

有关，包括种子传播方式的改变、有害的营养级联效应、植物群落的变化以及入侵物种的引

入。(IPBES 2019; Benítez-López et al. 2019; Morton et al. 2021; Cardoso et al. 

2021; Hughes et al.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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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执法措施显然是必要的，但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当野生动物的消费、持有、贸易或利

用导致过度开发、非法贸易、动物健康恶化、生态系统退化或可避免的人畜共患病风险时，需

求减少和行为改变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这尤其适用于商业性、城市性、奢侈性、地位象征性、

投机性、异国宠物、药用或新奇驱动型需求，这些需求占了当代野生动物贸易相关压力的很大

一部分（D’Cruze et al.2020； Moorhouse et al.2021；MacFarlane et al.2022）。虽然

真正的生计依赖和生计限制需要采取谨慎、公平且符合当地实际的应对措施，但这不应掩盖减

少非必要、受商业放大或可避免的野生动物利用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必要性（Luiselli et 

al. 2019；Campbell et al.2021）。 

 

真正的生计依赖不应被用来为那些可避免的、商业性的、奢侈的、以彰显地位为目的或投机性

的野生动物利用行为提供正当理由，此类行为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动物健康恶化、生态系

统退化或人畜共患病风险。即使野生动物利用并非出于奢侈或地位追求，当人口增长、城市

化、商业化、市场准入改善或供应链扩张导致捕捞量超出生态承载力，或形成高风险贸易渠道

时，总需求仍可能变得不可持续。因此，需求削减策略应将真正的生计依赖与非必需或商业性

利用区分开来（IPBES 2019；Benítez-López et al. 2019；Morton et al. 2021； Hughes 

et al. 2023a）。 

 

联合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的具体目标 15.7均已认识到，在解决供需问题和加

强执法的同时，遏制需求同样至关重要。该目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制止受保护物种的偷猎和

非法贸易，并同时解决非法野生动物产品的供需问题（UNGA 2015; UNODC 2020; CITES 

n.d）。因此，减少需求不应被视为一项狭隘的消费者意识提升活动。相反，它应基于证据、

因地制宜，并充分考虑社会规范、动机、可负担性、身份认同、信任、合法性、可获得性，以

及贸易带来的更广泛的生态和健康后果（Campbell et al. 2021；MacFarlane et al. 

2022）。在许多情况下，适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应是减少并剥夺有害需求的正当性，而不是将其

常态化或予以容忍。减少对高风险野生动物贸易的需求，可以降低从野外捕获、运输、关押、

出售、屠宰或在易导致病原体传播的条件下饲养的动物数量，同时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动物福利和生态系统完整性（D’Cruze et al.2020；Osofsky，2023）。 

 

12. 结论 

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和市场处于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与福利、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完整性、市

场及治理体系的交汇点。因此，与这些贸易链相关的动物源性疾病、动物健康与福利、生物多

样性、生态及经济风险，不仅涉及公共卫生问题，也不仅限于非法贸易、某个特定地区或某种

特定市场类型。相反，这些风险的产生源于野生动物被剥离其生态环境，通过商业和非正式供

应链进行运输，并被迫在损害其健康和福利的条件下遭受圈养、混养、处理、销售、屠宰或私

人饲养，从而扰乱生态关系和宿主-病原体关系，并为病原体的暴露、增殖、传播、重组和溢

出创造了机会。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源头预防必须成为一项核心政策目标，因为这种做法能在病原体跨越物种

屏障、扩增与传播之前，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类、动物、生态及经济危害升级之前，就着手应对

风险。尽管应急响应能力依然不可或缺，但它无法替代从源头上改善那些促使病原体出现、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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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与传播的条件。新冠疫情及其他动物源性疾病爆发所带来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清楚地表

明，仅仅依赖跨物种传播发生后的检测、遏制与应对措施，存在巨大风险。从“同一健康”的

视角来看，在危机爆发前防范高风险的接触，远比反复为危机后果买单更为明智。 

 

要有效降低人畜共患病及大流行病的风险，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对活体野生动物贸易的评估与治

理方式，并确立“源头预防”为指导目标。关键问题不在于野生动物贸易途径是否合法，而在

于其是否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与公共卫生以及明确、强制且有效落实的“同一健康”保

障措施的要求。仅根据贸易的合法性并不能决定人畜共患病或大流行病的风险水平。某些活体

野生动物贸易虽属合法，但若存在监管不力、管控薄弱、依赖自愿合规或难以执法等问题，仍

可能助长病原体的出现、扩增与传播，同时损害动物健康、物种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及生物

多样性。 

 

因此，一项可信的人畜共患病及大流行预防议程，必须综合涵盖法律改革、基于风险的限制或

禁令、可追溯性、检疫隔离、健康筛查、卫生与生物安全标准、市场管控、执法能力、反腐保

障措施、公众风险沟通以及跨部门的“同一健康”治理。此外，该议程还必须针对相关需求采

取行动，特别是当野生动物利用属于非必要、受商业推波助澜、以奢侈消费或彰显地位为导

向、出于投机或猎奇心理、或在其他方面本可避免的情况；又或是当总体需求所引发的捕获

量、贸易状况或病原暴露途径，已超出生态可持续性、动物健康及人畜共患病风险防控所能承

受的限度时。 

 

同时，预防措施必须公平公正。对于那些真正依赖野生动植物维持生计或受生计条件所限的情

况，需要采取审慎且因地制宜的应对措施，而不应将其与可避免的商业性或奢侈性需求混为一

谈。然而，上述考量并不能为那些无法在“预防性原则”和“循证标准”基础上实施有力监

管、监测和执法的高风险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途径提供正当性依据。这一结论特别针对于活体野

生动物市场及高风险活体野生动物贸易途径。在这些环节中，对活体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

圈养、混养、销售、屠宰或饲养，都可能引发独特且潜在严重的“同一健康”风险。若此类贸

易无法得到可靠的监管、监测和执法，其带来的风险，包括人畜共患病原体的出现、扩增、传

播、跨物种溢出及扩散，以及对动物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的损害，将远超

其可能带来的任何实际或预期收益。若无法充分降低这些风险，则有必要实施预防性的限制或

禁止措施。若将预防视为次要选择，社会、经济、野生及家养动物、生态系统乃至子孙后代，

都将不得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本可避免的有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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